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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近年来研究结果，本文对肺癌患者术后新发心房颤动(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 POAF)的发生情况、高发时段及主要危险因素进行综述。现有研究表明，POAF多集中

发生于术后24~72 h，发生率约为8%~42%。其发生与高龄、左心房增大、术式选择、切除范围、手术

时长、电解质失衡及术后炎症反应等因素密切相关，核心机制涉及自主神经功能失衡、心房电重构与结

构重构、炎症应激及血流动力学异常等多通路共同作用。本文旨在为肺癌患者围术期风险评估、术中干

预策略制定及术后监测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促进POAF的早期识别与有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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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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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 onset period, and major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 (POAF) in patients un-
dergoing lung cancer surgery. Curr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POAF most commonly occurs within 
24 to 72 hours after surgery, with an incidence ranging from 8% to 42%. Its occurrenc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age, left atrial enlargement, surgical approach, extent of resection, oper-
ative duration, electrolyte imbalance, and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e core mecha-
nisms involv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multiple pathways, such as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imbal-
ance, atrial electrical and structural remodeling, inflammatory stress and hemodynamic abnormal-
ities.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erioperative risk assessment, intraoperative in-
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postoperativ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thereby facilitating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PO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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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仍是早期肺癌治疗的主要方式[1]。然而，

肺切除术可因功能性肺组织减少、围术期氧合受损及心肺负荷变化而增加术后心律失常的发生风险[2]。
在各类术后心律失常中，心房颤动最为常见，其发生率最高可达 42% [3]。术后心房颤动(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 POAF)通常指既往无房颤病史、术前未出现房颤而于术后新发生的心房颤动[4]。多数患者经

及时处理后可恢复窦性心律，但若 POAF 持续存在，则可能导致心输出量下降，并进一步引发心功能不

全、肺水肿及其他严重并发症[5] [6]，同时延长 ICU 停留时间和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及血栓栓塞风

险，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并增加死亡率[7]。因此，系统梳理肺癌 POAF 的发生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对

于临床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和制定预防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2. 肺癌 POAF 的发生现状 

2.1. POAF 的概念及临床危害 

POAF 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之一[8]。其主要机制为心房内存在多个折返环，导致心房电活动

紊乱，正常有序的心房去极化被快速而无序的颤动波所取代，使心房失去协调收缩与舒张功能，从而影

响心房泵血作用[9]。与此同时，房室结对快速心房冲动的不规则下传可造成心室率增快且节律不齐，进

一步影响心室充盈和泵血功能。研究指出，肺癌 POAF 多为短暂性事件，若能及时发现并给予规范干预，

通常不会明显增加围术期死亡风险[10]。但也有研究指出，POAF 与心力衰竭、脑卒中等不良临床结局相

关，并可增加患者病死风险和住院经济负担[11] [12]。对于高龄或术前已存在心功能减退的患者而言，POAF
更可能成为严重甚至致命的围术期并发症[13]。因此，重视肺癌 POAF 的识别与防控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2.2. 肺癌 POAF 的发生率及高发时间 

研究表明，非心胸外科手术 POAF 发生率约为 0.4%~12%，而心胸外科手术 POAF 的发生率可升高

至 16%~46% [14]。在肺癌手术患者中，POAF 发生率约为 8%~42% [7] [15] [16]。肺癌 POAF 发生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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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许多其他类型手术，可能与肺癌手术过程中对心房周围组织及自主神经的牵拉、刺激或损伤有关[17] 
[18]。张玉琨等[19]研究显示，胸腔镜肺癌患者 POAF 发生率为 6.46%。另有研究提示，60 岁以上男性患

者 POAF 发生率明显高于年龄较轻患者，其肺癌根治术 POAF 发生率可达 12%~67%，且随着年龄增长，

持续性房颤的风险亦相应升高[20]。另有报道指出，肺癌 POAF 总体发生率约为 12.5% [7]。从发生时间

来看，POAF 可见于术后 6 h 至术后第 8 天，其中术后 24~72 h 为发病高峰期[13]。有研究认为，左侧肺

癌可能更易累及左心房，从解剖学角度解释了左侧肺癌 POAF 发生率较高的现象[21]。 

2.3. 肺癌 POAF 的可能发生机制 

肺癌 POAF 的发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手术创伤、肿瘤本身影响及机体全身应激共同作用的结

果。术中单肺通气可使患侧未经充分氧合的血液经肺静脉回流至左心房并进一步进入左心室，导致动脉

血氧分压下降；术后由于肺毛细血管床减少，健侧肺血流代偿性增加，毛细血管压升高，易引起肺水肿

及右心负荷加重。同时肺容积缩小、通气功能下降及通气/血流比例失衡均可进一步导致低氧血症和 CO2

潴留，增加心脏负担并影响心肌电生理稳定性[7]。此外，缺氧和高碳酸血症可促进儿茶酚胺释放，增强

心肌自律性、兴奋性及传导性，从而增加 POAF 发生风险。肺癌本身也可能通过压迫肺静脉、机械牵拉

邻近组织或改变自主神经兴奋性而诱发 POAF；若肿瘤侵犯心脏或肺静脉，则可进一步造成血流动力学

异常。部分恶性程度较高的肺癌，尤其是某些小细胞肺癌，还可能分泌儿茶酚胺、组胺等活性物质，增

加心律失常发生倾向[21]-[23]。因此，POAF 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肿瘤因素、手术因素及机体应激反

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3. 肺癌 POAF 的危险因素 

3.1. 手术相关因素 

3.1.1. 手术范围 
研究显示，肺切除范围越大，发生 POAF 的可能性越高[24] [25]。与肺叶切除相比，肺段切除患者

POAF 发生率相对较低[26]。研究表明，肺段切除术后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多可保留至术前的 90%
以上，而肺叶切除后肺功能下降更明显[27]。对于体质较弱或肺功能储备较差者，肺段切除可在保证治疗

效果的同时减少缺氧及心肺应激，从而降低 POAF 风险。其可能机制在于，切除范围增大后有效肺血管

床减少，肺循环阻力及心脏后负荷增加，更易在缺血缺氧状态下诱发 POAF。 

3.1.2. 手术方式 
有研究认为，与传统开胸肺叶切除相比，胸腔镜肺叶切除 POAF 发生率更低[28]。胸腔镜手术具有创

伤小、视野清晰和出血少等优势，有助于减少小血管损伤，缩短引流时间并降低 POAF 发生率[29]。其原

因在于，开胸手术对肺门及纵隔组织的牵拉、刺激更明显，易造成心脏自主神经损伤与术后炎症反应增

强，进而破坏心房电生理稳定性；而胸腔镜操作更轻柔，可减轻自主神经扰动与炎症应激，从而降低 POAF
发生风险。但也有研究指出，胸腔镜手术并未显著降低 POAF 发生率[30]，部分研究亦未发现电视辅助胸

腔镜手术与开放手术在 POAF 发生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12] [31] [32]。总体来看，无论采用 VATS 还是开

胸术式，术后心律失常仍以房颤最为常见。但与开胸手术相比，VATS 患者合并两种及以上心律失常的

概率可能较低[23]。由此可见，手术方式与 POAF 发生率仍存在争议，可能与研究人群、术式标准化程度

及围术期管理差异有关。 

3.1.3. 手术时间 
手术持续时间延长与 POAF 发生风险有关[19]。手术时间越长，肺门解剖与组织牵拉越久，自主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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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缺氧及炎症应激累积越重，心房电生理稳定性越易被打破，POAF 发生风险随之升高。手术时间越

长，往往提示肺门解剖复杂、操作难度增加，也可能意味着自主神经丛受刺激或损伤程度加重。此外，

单肺通气时间延长可增加肺组织损伤及术后缺氧风险，从而促进 POAF 发生。因此，尽可能缩短手术时

间、减少不必要的组织操作，对降低 POAF 具有一定意义。 

3.1.4. 淋巴结清扫 
Wu [33]、Muranishi 等[31]研究发现淋巴结清扫或淋巴结采样与 POAF 发生相关。淋巴结清扫虽有助

于明确分期并指导后续治疗，但会增加手术创伤，在操作过程中可能累及迷走神经、心神经丛、肺血管

及邻近心包组织，进而引发自主神经传导异常与局部炎症反应增强，破坏心房电生理稳定性，从而诱发

POAF。有研究指出，在纵隔淋巴结清扫时注意迷走神经保护，可有效降低 POAF 发生[19] [34] [35]。由

于纵隔淋巴结区域邻近迷走神经及其分支、心脏神经丛与肺静脉周围结构，局部炎症或神经损伤均可能

成为 POAF 诱因。因此，对于早期病变或高龄、基础状况较差的患者，可在严格把握肿瘤学原则的前提

下，合理选择手术范围及淋巴结处理策略，以减少心肺并发症风险[25]。 

3.1.5. 其他手术相关因素 
术中失血、机械通气时间延长、麻醉药物影响、组织缺氧以及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等，亦可

能通过不同机制增加 POAF 的发生风险[31] [33] [36]。上述因素可共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电解质紊乱及

交感神经张力升高，使心房肌兴奋性异常、传导不均，最终诱发房颤。因此，围术期精细化管理同样是

防控 POAF 的重要环节。 

3.2. 术前肺功能 

研究认为，术前肺功能状态与肺癌 POAF 发生有关。肺叶切除术较肺段切除损失更多肺组织，对术

后肺功能影响更大，术后更易出现低氧血症，进而增加 POAF 风险[37] [38]。所以术后积极改善氧合状

态、预防肺部感染及持续低流量吸氧等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 POAF 发生。然而，也有研究认为 POAF
与术前肺功能并无明确相关性。von Knorring 等[39]分析 236 例全肺切除患者资料后发现 POAF 与术前肺

功能无关；另有研究亦未发现术前肺功能异常与 POAF 发生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40] [41]。因此，术前肺

功能是否为 POAF 独立危险因素仍存争议。总体而言，肺功能较差患者在术后更易受麻醉、疼痛及创伤

应激影响而发生低氧血症或 CO2 潴留，从而增加 POAF 发生的风险[40]。 

3.3. 患者自身因素 

3.3.1. 年龄 
年龄是公认的影响因素之一。Amar [42]、He 等[34]研究指出，POAF 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随

着年龄增长，心房结构发生退行性改变，心房扩张、纤维化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等均可参与心

房结构重塑[43] [44]，在氧化应激和炎症等触发因素作用下更易诱发 POAF。老年患者的心房肌纤维成分

增加，自主神经调节能力下降，术后更易引起心肌电生理不稳定；同时老年人肺活量下降、残气量增加、

肺泡–毛细血管膜弥散能力减弱，氧利用率下降，进一步增加缺氧及心脏负荷[45] [46]。不过，也有研究

指出 POAF 组患者虽年龄偏高，但多因素分析未能证明年龄是独立危险因素[19]，这可能与样本量或事件

发生率较低有关。 

3.3.2. 基础心率及心率变异性 
研究显示，较低的术前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是肺癌POAF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47]。

当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尤其是副交感神经活动异常时，HRV 波动减小，提示机体对心脏节律调节能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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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房颤风险相应升高。因此，术前通过心电图监测 HRV，可能有助于识别 POAF 高危患者。 

3.3.3. 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及左心房增大 
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可导致左心室舒张压升高。在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的患者中，二尖瓣口舒张早

期血流速度与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速度比值(E/e′)可反映左心室充盈压水平[48]。欧洲心脏病学会将其

作为评估左心室舒张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49]。Nojiri 等[50]研究发现，POAF 患者 E/e′值明显高于未发生

POAF 者，提示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可能增加 POAF 风险。Anile 等[51]研究显示，左心房面积是 POAF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是左心室舒张功能受损可引起左心房长期压力负荷增加，导致左心房扩大及肺静

脉牵张，从而激活异常兴奋灶诱发 POAF。因此，术前心脏超声评估左心舒张功能及左心房大小，对 POAF
风险分层具有一定价值。 

3.3.4. 临床分期 
Onaitis 等[36]分析 13,906 例肺癌术后患者后发现，临床分期Ⅱ期及以上是 POAF 的独立危险因素。

可能是肿瘤分期越晚，肿瘤体积越大、淋巴结受累越明显，对肺功能及周围血管神经的影响更大；同时

术中切除范围和淋巴结清扫程度增加，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加重，从而提高 POAF 发生概率。 

3.3.5. 其他因素 
电解质紊乱、低氧血症等内环境失衡也是肺癌 POAF 的重要诱因[13]。当钾、镁等电解质水平异常

时，心肌细胞膜电位稳定性下降，心肌兴奋性及传导性改变，更易出现 POAF。因此，围术期密切监测和

及时纠正内环境紊乱非常必要。 

3.4. 合并症 

高血压、冠心病等可引起左心房扩大、心房重构及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从而增加 POAF 发生风险。

此外，既往存在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病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糖尿病等合并症的患者，POAF 发生率也

相对更高[33] [47] [52]。这可能与术后应激增强、心肌炎症反应加重、组织缺氧以及异位起搏点兴奋性升

高有关。 

3.5. 麻醉与镇痛方式 

研究表明，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及术后硬膜外镇痛可降低老年肺癌患者 POAF 发生率[53]。在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硬膜外麻醉和镇痛同样被证实有助于改善术后镇痛效果，并减少 POAF 发生[20]。可

能是硬膜外阻滞可减少伤害性刺激传入中枢，减轻应激反应，抑制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维持自主神经平

衡，从而降低 POAF 风险[54]。Aleksin 等[55]发现，扩大肺切除术后应用硬膜外镇痛可有效降低 POAF 发

生率。相比静脉镇痛，持续硬膜外应用局麻药在预防 POAF 方面可能更具优势[56]。这可能与胸段硬膜外

阻滞对支配心脏的交感神经具有直接抑制作用有关，有助于缓解术后交感神经张力增高状态。 

3.6. 实验室指标 

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是肝脏合成的重要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有研究报道，hs-CRP 是肺癌 POAF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57] [58]。尽管关于 CRP 与 POAF 关系的结论尚不完全一致，但多数研究认为，炎

症反应在 POAF 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9]。CRP 不仅可反映机体炎症水平，还可能参与心肌细胞凋

亡和心肌纤维化过程，而心肌纤维化正是 POAF 发生与持续的重要基础[60]。Chen 等[61]研究发现，POAF
患者心房心肌中炎症细胞浸润明显，主要为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这些炎症细胞激活后可释放多种细胞

因子，促进炎症级联反应和急性时相蛋白生成，进而参与 POAF 的发生与维持。因此，炎症指标在 PO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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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中具有一定潜在价值。 

3.7. 疼痛及其他围术期因素 

术后疼痛可抑制患者有效咳嗽和排痰，增加肺部感染及低氧血症发生风险，尤其对于伴有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更为明显，从而间接诱发 POAF。此外，疼痛还可使患者处于焦虑和兴奋状

态，促进儿茶酚胺及血管紧张素分泌，增加心肌兴奋性，进而诱发 POAF [62]。因此，术后充分镇痛不仅

有助于促进呼吸功能恢复，也可能在降低 POAF 发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4. 小结 

肺癌 POAF 是胸外科常见的围术期并发症之一，对患者短期结局和远期预后均可产生不良影响。目

前肺癌 POAF 研究主要聚焦于危险因素识别及防治策略优化。对于高危患者，合理选择术式、加强围术

期监测、维持氧合和电解质平衡、实施有效镇痛以及必要时采取药物预防，均有望降低 POAF 发生率。

未来研究应更具针对性：一是基于临床指标与生物标志物(如 hs-CRP、心率变异性、心肌重构指标)构建

联合预测模型，提高风险评估精准度；二是围绕自主神经调控、炎症通路等关键机制探索新型干预靶点

与预防药物；三是开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验证个体化干预方案的有效性，从而形成标准化、精准化的

肺癌 POAF 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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